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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组织创新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但是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是否显著相关以及作用强度几何？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未有一致的答案。研究运用Meta分析方法，借助国内外二十余年关于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81项研究的16975个独立样本），证实了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0.448。研究还探讨了网络位置的测量维度、中介变量的存在情况、时间因素、组织规模和文化差异等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时间因素、组织规模、网络位置的测量维度以及中介变量的存在情况显著地调节了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而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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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has been a focu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ory research.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whether network position can promot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meta-analytically integrated results from piles of network position researches i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twenty years. Based on 81 independent samples (N=16975), it found a positive significant between network 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with r=0.448. Then it explored this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factor, cultural differences, organizational scales, measuring dimens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mediators.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time factor, organizational scales, measuring dimension and the existence of mediators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differenc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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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是组织生命和不断发展的源动力，只有持续创新的企业方可适应和满足市场变化与需求，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综合竞争力。随着创新不确定性、动态性以及复杂性的增加，企业仅靠组织内部获取创新所构成的知识与信息，组织创新活动难以全面有效开展，自给自足的创新模式显然已难以适应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的时代发展的变化，这也促使企业必须在创新的各个环节寻求合作[1]。因此，当前的创新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创新已不是简单的单个组织的内在性创新，而是一个多方协同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形成组织间共同创新网络的过程。
在合作网络中，每个组织在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是有所差异的，拥有良好网络位置的组织在创新信息收集与处理等方面将更具优势。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密切相关，Ozer等[2]通过对美国企业的实证分析后指出，合作网络与组织创新显著正相关，Petrou等[3]对希腊的中小型企业调查研究后也证实了两者之间的显著正影响；同时，国内学者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也表明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的显著影响，刘善仕等[4]对我国领英(中国)职业社交网站的数据调查后发现，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联，阮平南等[5]以OLED产业作为研究样本，验证了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显著的正向作用。
然而，部分学者对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显著正向影响提出了质疑，Tsai[6]通过对台湾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实证分析，发现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虽然显著相关，但是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的影响较为微弱（r=0.062）。Rodan[7]对北欧大型的电信公司进行调研后发现，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些研究成果的差异给学术界和实务工作者均带来了困惑。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网络位置和组织创新并未形成一致的意见。而当前学术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缺乏更为全面的系统整合，并且难以对两者之间关系研究成果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具体地刻画。因此，本研究试图利用Meta分析方法，借助于众多相互独立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探讨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整体效应情况以及作用强度，以期归纳出更具普遍性的研究结论。并且经过文献整理后发现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可能受到某些潜在调节变量的作用，试图探讨时间因素、中介变量、文化差异、组织规模及测量维度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以期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2.1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的影响
关于网络位置的涵义，当前存在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网络位置说法：一种是强调网络中介效应位置的优势，通过联结彼此不相连接的合作企业而占据网络位置中的结构洞，利用多元化信息的流动以及作为中介组织对创新信息流和知识流的掌控，进而促进自身创新绩效的提升[8]；另一种是运用网络位置的中心效应优势，拥有这种优势的组织作为合作网络的中心枢纽，使其在合作创新网络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与知识来源、对网络资源的掌握更全面，因而提高创新的产出效率[9]。
国内外关于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后，指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Hans 等[10]以德国高科技企业的实证调查数据为依据，研究结论表明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Pia等[11]以奥地利的中小企业为实证分析对象，指出了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是显著正向联接的；Sara等[12]进一步用瑞典的中小企业为调研对象，研究结果证实了网络位置显著促进了组织创新；Mulu等[13]在对埃塞俄比亚的中小型企业调研时发现，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在我国，任胜钢等[14]以我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企业网络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网络显著地提升了创新绩效；方刚[15]利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企业调研的数据分析指出，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蒋天颖等[16]进一步以浙江省的集群企业为例，同样也证实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具有显著地正向关系。
2.2 控制变量的影响

单个独立研究样本显现出的异质性特征表明，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潜在控制变量的作用。本文经文献分析与整理，将时间因素、文化差异和组织规模视作情景因素，将网络位置的测量维度、中介变量存在情况视为测量因素，进一步分析上述控制变量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2.2.1 时间因素

文献发表的年份，一方面揭示出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作用的演变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外部变化的组织生存环境及组织创新的阻力与推力因素。根据文献整理的情况，并结合刘程军等[17]，姚山季等[18]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2008年作为时间分界，因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所面临创新环境与市场可能越发复杂，加之信息技术在此之后更加成熟，应用也更为广泛，组织间创意交流与知识沟通更为顺畅和便捷，创新信息与新知识的流动更为迅速与高效，部分企业为降低企业间合作创新的关系维护与运营成本，而采取规避合作网络的建立手段，同时又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创新信息与知识，这使得网络位置的有效性降低，进而使得企业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的相关程度也相应减弱。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相对于金融危机后，金融危机前的网络位置和组织创新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明显。

2.2.2 文化差异
实证分析的样本企业所在的地域范围具有一个区域的文化背景。实证调查数据是在当地地域特色、文化习俗和管理理念的综合作用下的结果[19]。在中国大陆范围内运营的企业受到关系型社会理念、中华文化以及中国式管理思想的潜在作用，而其它地区的企业受到所在地本土文化理念等因素的影响[20]。一般认为，受我国大陆关系型社会属性的影响，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更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相对于非中国大陆地区的企业，中国大陆地区企业网络位置和组织创新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明显。

2.2.3 组织规模
部分文献[4,6]在分析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作用时，均考虑到组织规模情况作为控制变量的调节效应。当前关于组织规模类型的划分，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较为常见的划分标准包括资产总额、年销售收入、企业员工人数等。为了便于组织类型的划分和比较，本文遵循欧盟关于组织类型的划分标准[21]，根据企业的年销售收入或企业从业人员数将组织规模归类为大型组织与中小型组织两种类型。
网络位置在大型组织中往往能发挥更大的创新动力。Tsai[6]以台湾地区企业的调研数据为分析依据，研究表明大型企业由于其依托合作创新网络的中心地位，在创新资源的收集与处理过程中更具优势，使其相对于中小型组织具有更高的产品创新绩效。任胜钢[14]通过对我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对比研究后发现，虽然中小型组织由于部门设置简单、层级较少，企业内部的沟通和协调相对迅速，对外部网络获取的创新信息与资源较快的吸收与消化，促进企业创新，但往往中小企业在合作创新网络中，一般处于网络中的附属地位或边缘位置，难以获得网络中心支配权力，较难获得创新集聚的机会；可见，大型企业的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相对于中小型组织更为紧密。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相对于中小型组织，大型组织背景下的网络位置和组织创新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明显。

2.2.4 测量维度
对于网络位置的维度，大多学者将其视作为一个多维构念，应分析其各子维度对组织创新的作用机制[4]。Yen[22]将网络位置划分为网络能力与网络中心性两个子维度，并利用台湾地区的光电子企业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研究结果表明两者都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Chih-Hsing[23]则将网络位置分为中心度、结构洞、中介性三个子维度，以台湾大型企业为研究样本，此三者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部分学者则认为网络位置应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作用与变化[24-25]。James [24]将网络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坦桑尼亚的大型企业为样本，证实了两者之间的显著关联，Wenying[25]将非正式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测度，并分析其与创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非正式网络显著地提升了组织创新。本研究发现当网络位置划分为多维结构时，其对组织创新的影响程度相对较高，因此，网络位置的测量维度影响着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作用强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相对于多维网络位置，单维网络位置和组织创新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明显。

2.2.5 中介变量
不少学者在探讨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时候使用了中介变量。如Wenying [25]、Yongping等[26]在研究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时，将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分别以台湾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吸收能力在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Chung-Jen [27]、Jing-Wen[28]先后以台湾地区的企业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知识管理在两者之间关系扮演着中介变量的作用，并强调当网络创新的资源通过知识学习、知识吸收等知识管理策略的途径时将更有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国内学者[4-5]的相关研究也验证了中介变量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据此，本研究认为中介变量的存在会影响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相对于不存在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存在中介变量时网络位置和组织创新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明显。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得到本文的总体研究框架，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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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1  The overall hypothesis framework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选用Meta分析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Meta分析是一种对相互独立的众多定量研究结果进行综合评价的统计学计量分析方法，其主要优点体现在通过增大样本容量，有效地降低了偏差。尤其是对多个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时，通过Meta分析可以获得更为综合与可信的分析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差异，探索新的研究方向。
3.1文献搜集
   首先，根据“Network position”、“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network embeddedness”“innovation performance”等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95年8月至2018年8月，选取的文献检索数据库为Emerald、Wiley-Blackwell、Elservier Science、Springer Link、EBSCO、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通过以上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共得到268篇文献。之后，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筛选，筛选的过程遵循以下主要准则：其一，必须是组织层面的网络位置与创新关系的定量研究；其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报告了明确的相关指标值；其三，若有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发表了多个文献，则选取最初发表的文献数据作为本研究的初始数据。完成以上筛选过程后，本研究得到了81篇实证研究文献。
3.2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用CMA2.0（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2.0）软件，所需数据为样本容量与相关系数（r值），其中，部分样本文献未报告相关系数，可通过卡方值、F值和t值转化得到。经上述方法，本研究最终获得了可供Meta分析的81篇样本文献，样本总容量为16975，平均为209.6。将相关数据导入CMA2.0软件获得了相应的标准误和效应值，由于篇幅限制，仅列出其中一部分样本文献数据，详见表1。
表1 主要研究成果汇总表
Table 1 The summary table of main research findings
	作者
	年份
	样本地区
	组织规模
	测量维度
	中介变量
	样本数
	效应值

	HansG. G.
	1996
	德国
	未报告
	多维
	无
	294
	0.508

	JamesT. M.
	2002
	坦桑尼亚
	大型
	单维
	无
	72
	0.434

	Sara T.
	2009
	瑞典
	中小型
	单维
	有
	53
	0.510

	Tsai K-H
	2009
	中国台湾
	大、中小型
	多维
	无
	753
	0.062

	Kaisa H.
	2010
	芬兰
	小型
	多维
	无
	76
	0.648

	解学梅
	2010
	中国大陆*
	中小型
	单维
	无
	188
	0.404

	任胜钢
	2010
	中国大陆
	大、中小型
	单维
	无
	242
	0.771

	张方华
	2010
	中国大陆
	未报告
	多维
	有
	270
	0.601

	Chih H. L.
	2011
	中国台湾
	大型
	多维
	无
	183
	0.149

	Mark de R.
	2011
	荷兰
	中小型
	多维
	无
	96
	0.317

	Matthias I.
	2011
	欧洲地区
	大型
	多维
	无
	141
	0.274

	方 刚
	2011
	中国大陆
	未报告
	多维
	有
	211
	0.315

	Erlend N.
	2012
	挪威
	未报告
	单维
	无
	645
	0.412

	Pia  H.L.
	2012
	奥地利
	中小型
	单维
	无
	185
	0.215

	Anastasia P.
	2013
	希腊
	中小型
	多维
	无
	95
	0.426

	Divesh O.
	2013
	美国
	大、中小型
	单维
	无
	264
	0.209

	Mine O.
	2013
	美国
	未报告
	多维
	有
	442
	0.211

	Mulu G.
	2013
	埃塞俄比亚
	中小型
	单维
	无
	153
	0.314

	Wenying F.
	2013
	中国大陆
	大、中小型
	单维
	有
	276
	0.310

	党兴华
	2013
	中国大陆
	大、中小型
	单维
	有
	133
	0.784

	Abiodun A.
	2015
	尼日利亚
	大、中小型
	多维
	无
	460
	0.173

	Frank J. v.R.
	2015
	荷兰
	大、中小型
	多维
	无
	376
	0.293

	常红锦
	2016
	中国大陆
	大、中小型
	多维
	无
	297
	0.290

	Florian J.Z
	2017
	美国
	中小型
	多维
	有
	1386
	0.109

	李敏
	2017
	中国大陆
	大、中小型
	多维
	无
	256
	0.443

	Ivan D.N.
	2018
	欧洲地区
	大、中小型
	单维
	无
	205
	0.330

	Saeed  N-T
	2018
	伊朗
	大、中小型
	单维
	无
	258
	0.195


注：文献作者仅列第一作者;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中国大陆指不含台湾省的中国33个省级行政区
3.3偏倚分析
尽管本文遵循Meta分析的规范步骤进行文献查找与整理，事实上，不可能获取全部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相关关系研究的实证文献，这将会引起偏倚问题。漏斗图是当前用于判断Meta分析中偏倚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偏倚主要出现在选择性偏倚、发表偏倚以及语言偏倚。一般来说，若选取的样本文献基本不发生偏倚，则漏斗图中的各点集中分布在中线的两侧并呈现基本对称的现象。将样本文献数据导入CMA2.0软件，经运算得到图1。从图1可以看出，大部分点集中在漏斗图的顶部，并沿中线基本对称分布，由此可知，本研究选取的实证文献基本不存在上述偏倚，也表明所选实证文献的代表性和本研究Meta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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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效应值分布情况
                     Figure 2  Funnel Plot of Standard Error by Fisher’s Z
4  Meta分析
表2是经CMA2.0运算后整理的数据，由表2 可知，总体样本的Q值为1192.194，大于95%的置信区间对应样本数的卡方值，这说明各个样本文献的数据存在异质性，故应选择随机模型进行分析。经测算，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整体相关系数为0.448，p值为0.00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I-squared值为93.290%，表明近93.3%的观察变异是由效应值之间的差异引起的，随机误差造成的观察变异只占了6.7%，表明分析结果较为稳定，研究假设H1成立。

结合异质性检验数值的特征分析时间因素、文化差异、组织规模、测量维度及中介变量的存在情况是否显著调节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相关关系。由表2可知，时间因素通过异质性检验，且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在2008年以前更为紧密，即假设H2得到支持；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在我国大陆文化和非大陆文化背景下其相关系数几乎相同，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假设检验（p>0.1），研究假设H3未得到证实；组织规模显著地调节了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p<0.001），并且两者关系在大型组织中明显高于中小型组织中的相关程度；同理，网络位置的测量维度与中介变量的存在情况均显著地调节了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相关关系，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单维网络位置结构和存在中介变量的测度因素下表现得更为密切，则研究假设H4、H5、H6均得到证实。
表2  Meta分析假设检验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 of meta analysis
	分类
	样本数
	文献数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异质性检验

	
	
	
	
	下限
	上限
	I-squared
	Df（Q）
	Q值
	P值

	H1：整体效应

	固定
	16975
	81
	0.442
	0.426
	0.457
	93.290
	80
	1192.194
	0.000

	随机
	
	
	0.448
	0.388
	0.508
	
	
	
	

	H2：时间因素

	2008前
	3782
	19
	0.529
	0.505
	0.552
	95.773
	18
	425.779
	0.000

	2008后
	13193
	62
	0.380
	0.365
	0.394
	90.779
	61
	662.996
	0.000

	总样本
	16975
	81
	0.415
	0.402
	0.427
	93.290
	80
	1192.194
	0.000

	异质性检验
	103.400
	0.000

	H3：文化差异

	大陆
文化
	9690
	45
	0.422
	0.405
	0.438
	91.315
	44
	506.649
	0.000

	非大陆文化
	7285
	36
	0.406
	0.386
	0.425
	94.883
	35
	684.056
	0.000

	总样本
	16975
	81
	0.415
	0.402
	0.427
	93.290
	80
	1192.194
	0.000

	异质性检验
	1.488
	0.222

	H4：组织规模

	大型
	1839
	10
	0.604
	0.574
	0.632
	96.771
	9
	278.703
	0.000

	中小型
	7170
	46
	0.423
	0.404
	0.442
	86.190
	45
	325.616
	0.000

	总样本
	9009
	56
	0.464
	0.447
	0.480
	92.057
	55
	692.446
	0.000

	异质性检验
	88.127
	0.000

	H5：测量维度

	单维
	8135
	35
	0.446
	0.428
	0.463
	95.230
	34
	712.758
	0.000

	多维
	8840
	46
	0.386
	0.369
	0.403
	90.161
	45
	457.366
	0.000

	总样本
	16975
	81
	0.415
	0.402
	0.427
	93.290
	80
	1192.194
	0.000

	异质性检验
	22.070
	0.000

	H6：中介变量

	无
	11424
	54
	0.402
	0.386
	0.417
	94.318
	53
	932.842
	0.000

	有
	5551
	27
	0.442
	0.420
	0.463
	89.622
	26
	250.520
	0.000

	总样本
	16975
	81
	0.415
	0.402
	0.427
	93.290
	80
	1192.194
	0.000

	异质性检验
	8.832
	0.003


为进一步证明上述研究假设是否成立以及其对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影响的调节效应，本文试图运用Meta回归分析进行分析。研究构建两个回归模型进行类比分析，在模型1中包括组织规模、文化差异以及时间因素，而模型2则包括本研究的五个调节变量，即网络位置的测量维度和中介变量的存在情况，以及模型1的组织规模、文化差异与时间因素。Meta 回归分析数据经整理得到表3。
表3  Meta回归分析
Table 3  Meta regression analysis
	
	模型1
	模型2

	
	Coef.
	Std.Err.
	Coef.
	Std.Err.

	H2：时间因素
	-0.189*
	0.019
	-0.191*
	0.017

	H3：文化差异
	0.019
	0.014
	0.021
	0.012

	H4：组织规模
	-0.247*
	0.026
	-0.245*
	0.024

	H5：测量维度
	
	
	-0.073*
	0.015

	H6：中介变量
	
	
	0.049**
	0.016

	Adjusted R2
	0.318
	
	0.581
	

	F-statistic
	2.780
	
	2.315
	

	Significance
	0.046*
	
	0.037*
	


* p<0.05  ** p<0.01   *** p<0.001
由表3可知，在模型1中，文化差异作为控制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p>0.1），其对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影响不明显，因此文化差异在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关系间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时间因素和组织规模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5），则组织规模和时间因素对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相关关系具有显著地调节作用。模型2的计量结果显示，除进一步证实模型1的研究结论，还证明了网络位置的测量维度与中介变量存在情况回归分析结果显著（p<0.05）。综上所述，Meta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假设H2、H4、H5、H6成立，H3未经证实。因此，Meta回归分析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上述假设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5 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研究运用Meta分析方法，对二十余年关于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合性地分析，并探讨了网络位置的测量维度、中介变量的存在情况、时间因素、文化差异以及组织规模等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机制，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之间具有显著地正向关联作用，其关系强度为0.448（p<0.001）。这说明在组织创新的过程当中，网络位置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组织通过构建优质的网络交流与沟通平台，获取创新相关的信息与知识，进而提升创新产出；另一方面，组织应优化和梳理现有的网络资源，合理配置，提升现有网络位置的利用效率。
第二，网络位置在不同的时间内对创新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相对于金融危机之后，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在金融危机之前更为密切。这表明，组织创新过程中网络位置的作用强度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崛起与传播媒介的更新，使得创新信息与知识的流动和传播更为快速也难以控制，这导致部分企业试图通过模仿、复制甚至剽窃等方式来获取新知识、新产品、新服务的信息，以此获取巨额利润，这极大地妨碍了合作创新网络的运作与拓展，不利于长远的组织发展和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因此，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保护原始创新的成果势在必行；同时，企业应注重自有创新信息与知识的传播、储存和使用等安全，尽量避免非网络成员的使用。
第三，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的作用强度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在我国大陆文化下和非大陆文化背景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影响不显著。本研究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地域性的信息与资讯已经综合融入到全球信息与资源网络当中，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再是一个割裂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共同获取和产生新知识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四，网络位置在不同规模的组织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研究发现在大型组织当中，网络位置对组织创新的作用强度显著增大，这说明大型组织在创新网络中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即合作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中心位置的企业将有更大的机会接触创新相关的重要而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同时，作为合作网络的主导者，基于从属关系的收益可为大型组织获得获取创新资源的先发优势，具有规范网络的机会，这无疑将增加大型组织的创新绩效。

第五，网络位置的测量维度为单维结构和存在中介变量时，其对组织创新的作用显著提升。这提醒相关研究的学者，在后续关于网络位置研究框架的设计与分析时，以此研究结论为理论依据，应将网络位置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内部是共同变化不可割裂的共同体，这也是当前关于网络位置研究维度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存在中介变量时，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显著相关性更高。这表明网络位置本身难以高效地促进创新，而是要通过组织积极的发现所在网络中的位置，并通过自身的吸收能力、知识管理能力、组织学习能力的提升，将网络资源及时转换为可为组织发展的创新驱动力。
虽然本研究按照规范的研究范式进行，但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局限性。当前关于网络位置与组织创新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受条件限制，未能将尚未公开发表的实证研究成果纳入本研究的样本文献，还删除了部分未能获得效应值的实证文献，导致了样本文献的数量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关于文献编码过程当中的调节变量如何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最后，结合Meta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还存在其他因素影响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有待深化研究。上述几点都为以后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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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overall hypothesis framework



